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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虎雄与《译书公会报·东报汇译》
于　　晓　　琳
Ando Torao and The Translation Society Weekly Edition’s East Newspaper 
Translation Collection
YU Xiaolin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Ando	Torao,	the	main	translator	of	The Translation 
Society Weekly Edition’s East Newspaper Translation Collection	by	looking	at	his	
many	 translations,	 and	 will	 analyze	 his	 many	 contributions	 to	East Newspaper 
Translation Collection	 mission.	 With	 the	 use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	
methods	 of	 textual	 analysis,	 a	 comparison	 of	 a	 number	 of	 valuable	 original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llected	from	Japan	shall	be	ma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spaper	 form,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	 philosophies	 of	 Ando	 Torao	 and	 the	 newspaper’s	 chief	 editor	
Zhang	Taiyan	all	had	an	 influence	on	the	end	result	of	these	translations.	These	
translations	also	provide	the	material	 for	an	examination	of	Japanese	loan	words,	
which	shall	also	be	discussed.	Finally,	 the	final	par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a	 number	 of	 East Newspaper Translation Collection	 article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spread	 of	 reforming	
ideologies,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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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ion Collection, Ando Torao, Translation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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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译书公会创办的《译书公会报》于十月初一1897年（清光绪23）10月26日在上海创刊。总主
笔为章炳麟（太炎）1）及杨模（范甫）2），总翻译为黄存嘉。根据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译书公
会报》中的影印说明，“据公布的《译书公会启示》宣称，该会‘志在开民智，广见闻，故以广译
东西切用书籍、辅以同人论说’。”3）该报刊原定全年出版四十六期,但只办了半年左右,就因经费
支绌，最终于1898年（清光绪24） 5 月24日发行了最后一期后停刊，现存二十册。2007，年中华
书局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译书公会报>（全二册）》，《译书公会报》
第二十册虽然有记录目录，但其内容遍寻不得所以仅以前十九册为研究文本。
　　《译书公会报》为册报，从1897年10月26日发刊的第一期到1897年12月27日第十期，时间上严
格遵守 7 天一期的周刊形式。1898年 2 月21日起的第11期到1898年 5 月24日第20期停刊期间，每
期间隔七至十五天不等，没有严格的时间规范。从第一期开始，分为“西报汇译”、“东报汇译”、
“长篇著作翻译连载”、“文编”四大板块。从1897年12月13日发行的第八期起，把“西报汇译”的
部分根据语言细分为“法报选译”、“德报选译”，“英报选译”三个板块；原来的“东报汇译”也
更名为“东报选译”4）。从篇幅上看，每册60页到100余页不等。栏目所占版面也没有固定规范。第
三期起，报纸末尾皆注明译书公会各省售报处，从最开始公布的17个省市地区的22个售报处逐渐
扩大销售范围，在停刊前发展到27个省市地区的29个售报处。由于史料缺失，具体发行量虽不得
而知。但从地区来看，不仅局限于译书公会所在地上海周边的江浙沪一带，北至北京、天津、山
西，南至广东、福建，甚至香港地区都有售报，后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馆也成为售报处之一。可
见《译书公会报》不仅在国内广为传阅，还被引进到了日本，影响不可谓不大。有意思的是，《译
书公会报》“东报汇译”栏目中有很多文章就译自日本《朝日新闻》，而东京朝日新闻馆又成为《译
书公会报》唯一的海外售报处，这种良性的互动对于中日近代报业发展有积极意义。
一、《译书公会报》及其重要部分“东报汇译”
     《译书公会报》是一份以翻译为主的政治时事性报刊。其刊载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国际
局势、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该报总体内容与当时维新变法主张相呼应，吸引了众多
西学人士。根据《译书公会报》第一期的《译书公会告白》中记载，“本公会之设以採译东西切用
书籍为宗旨考各国书籍浩如烟海中国从前所译各书仅等九牛一毛兹已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
 1）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别号太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浙江余杭人。
 2）	杨模（1852—1915）字范甫，号蛰庵，无锡人。中国现代教育家。
 3）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影印说明。
 4）	为了行文方便，本论文统一使用创刊时的栏目名“东报汇译”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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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次第译成以饜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
文化中文取经较易本会尤于此兢兢焉”。5）当时，译书公会不仅广招翻译人才，并从英国、法国等
地购买关于政治、教育、律例等方面的报纸、书籍，依次译出。每周将译文汇订成《译书公会报》，
精印发行。并且该告白中提到，日本与中国是同文之国，想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可以从日本翻译
的西方书籍入手。因此，日本新闻杂志的翻译在《译书公会报》里占了很大比重。
　　现发行的十九期《译书公会报》译稿中来源为英文的约有180篇、法文有82篇、日语有111篇、
德语有14篇。按照《译书公会报》最初设立的两栏报刊新闻翻译，“东报汇译”一开始占有半壁江
山的位置，虽然从第八期起由于增设了其它外语的译报栏，文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就发行的19
期来看，日语的译文仍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从“东报汇译”的篇幅，可见该栏目在《译书公会
报》中的文字比重，另一方面还必须考察译文的内容质量。从内容特色上看，“东报汇译”栏目主
要有三大特征：
　　第一，来源广泛、代表性强。“东报汇译”共有111篇文稿译自日本22个报纸和杂志。文章主
要选自《时事新报》、《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国民新报》、《时事报》、《国光杂志》
等当时日本的主流媒体，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对国际情势以及中国的主要看法。“西报
汇译”中的英文报刊来源数量最多，共来自于31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英文报刊，其中包括12个报
刊日本的英文报刊，甚至有些所占篇幅比重不少，比如：日本告白报、日本捷报、日本日日报、
横滨日日报等。6） “法报选译”的报刊来源主要有 6 个；“德报选译”表明出处的来源仅有 2 个。相
比之下，无论从篇幅还是译文来源上看，“东报汇译”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其次，内容丰富。“东报汇译”文章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国际形势类译文61篇，主要叙
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1 ，欧美国家发展史； 2 ，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 3 ，西方列强的东方政
策； 4 ，殖民地的状况。经济类译文16篇，主要表达了希望清政府发展贸易，学习欧美的先进生
产技术，建立工厂、振兴工商业等经济方面的诉求。军事类译文16篇，主要以建设海军为重点，
介绍了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海军组织方式以及军备水平，还特别译介了日本海军学
堂章程，为清政府培养海军人才提供参考。此外，还有社会、近代科学、教育等其他方面的译文
共计18篇。译书公会报的“东报汇译”部分在文章选择上首先考虑到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的危
急处境，体现出了维新派学习西方文明，实行政治、经济、教育等全方位变革的思想主张。
　　第三，鲜明的时代性，尤其关注欧美列强对东亚的动向和政策。《译书公会报》是在列强入
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维新思潮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诞生的。自鸦片战争起，《南京条约》、《天
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一步步国土沦丧，《译书公
会报》创刊前一年，即1896年，沙俄以迫日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诱迫清政府签《中俄密约》，将东
三省的铁路（东清铁路中东线）修筑和经营权给俄国。1897年又爆发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面
 5）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	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79页。
 6）	这些报纸虽然在日本发行，但是所用语言皆为英语，译文栏目也属“西报汇译”，之前有研究因为报刊名而
把这些报纸归类在了日语报刊中，在此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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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国际形势类文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东报汇译”的首要选择。其中，《俄英法
德东侵政策》、《论列国阴谋》、《俄国东侵小史》等文章，揭示欧美列强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企图，
警醒国人民族危难当头，期望通过介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残酷局势来激发政府和国民救亡图存的
信念。另一方面，还通过《智利共和国情形》、《爪哇岛情形》、《暹王英明》等文章，介绍列强殖
民地的生存状况以及当地人如何学习西洋文明进行改革的救国之道以及救国决心，以此来表达对
中国改革救国的期望。此外，德国抢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东报汇译”和“西报汇译”都针对
此事件的相关文章进行了持续性的关注和选译。
　　此外，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之下，除了政治上的改良，学习西方文明的觉悟早已不再停留在器
物层面，经济上要求积极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教育上主张兴办西式学堂，还开始
关注女子教育的问题。因此，“东报汇译”选译了诸如《列国人民生业种别》、《女士雄图》、《中国
特科》、《梦说》等经济、教育、近代科学各个方面的文章，帮助当时的中国人民改变“农本商末”
的封建思想，并为开拓“男女平等”的社会新风气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东报汇译”主持翻译者安藤虎雄
　　甲午战争一役，日本的胜利成为明治维新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成果的有力证明。中国的有识之
士开始认识到进一步学习西学，了解外部世界，进行政治改良的必要性。由于日语也使用汉字，
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文人志士都认为汉语与日语“同文同种”，从日本转译西方书籍更加省时省力。
既然找到了一条“从日本翻译书籍学习西方知识的捷径”，就需要日语翻译的人才。然而1894年以
前，由于国人对日本的偏见，导致国内精通日语的人才寥寥无几。从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虽然
已经意识到培养外语人才的重要性，创办了一些兼具教学职能的翻译机构和专业学堂，但主要针
对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直至1896年，京师同文馆才设立日语课程。因此，这一时期正是“由
日本汉学家‘越俎代庖’的短暂时期。如冈本监辅用汉文撰写的《万国史记》（1880）向中国的读
者提供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时务报》的古城贞吉、《农学报》的藤田丰八、《译书公会报》的
安藤虎雄等都是在中国的日语翻译人才出现前解燃眉之急的人物。”7）
１．安藤虎雄及其在华活动
　　《译书公会报》影印说明中总结介绍了译书公会的组织结构和翻译人员：“英文翻译六人，法
文翻译三人，德、俄、日翻译各一人。”西文翻译中聘请了很多精通外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沈晋
熙、胡溶谟、陈佩常、周传谋、胡惟志、张书绅、吴宗谦等。这些中国译者很多得益于洋务派创
办的翻译机构的精心培养。然而由于甲午战争前，绝大多数国人对日本和日本语尚且没有清醒的
认识，日语翻译人才的严重缺失，导致1890年前后出现了依赖日本汉学家帮助翻译书籍报刊的特
 7）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汉字的创新、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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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现象。译书公会邀请日本人安藤虎雄负责主持翻译“东报汇译”栏目，从创刊到停刊一直兢兢
业业，翻译文章多达111篇。作为公会唯一的日语翻译，安藤虎雄还为《译书公会报》翻译了两部
长篇连载书稿。可以说，若没有安藤虎雄的协助，“东报汇译”栏目恐怕一时难以顺利成刊。
　　	《译书公会报》作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重要刊物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译报。对于
该报的宗旨和内容以及主要责任人章太炎的报刊思想等方面，很多著作和论文都有涉及。然而对
其翻译人员以及与该报关系的探讨则非常罕见。后者中，尤其以“东报汇译”栏之日文翻译安藤
虎雄的研究为不足，恐与资料严重短缺有关。在《译书公会报》的“东文汇译”栏，有明确署名
译者为安藤虎雄，安藤虎雄应该是译书公会唯一的日文翻译。在《译书公会报》第六期最后的“译
书公会补遗”中载“译书公会	现译各书	本公会诸君姓氏”中记载了翻译者的姓名。“本公会诸
君姓氏	总懂	阳湖恽積勋书番	绍兴胡念修幼嘉	新阳赵元益静涵	阳湖陶湘澜泉	总理	阳湖恽
毓麟季申武	进董	康授金	主笔	余杭章炳麟枚叔	五湖长	总理翻译	阳湖董存嘉	法文	嘉定吴
宗濂挹清	袖□海客	镇海蕢实荣文卿	嘉定周传谋伯贻	英文	秀水张国珍石如	归安胡惟志仲巽	
钱塘张书绅（佩）之	慈溪钱家骥仲德	乌程张令宜岘甫	吴县沈晋熙锡侯	奉化陈珮常蟾卿	德文	
无锡杨其昌佑之	东文	日本安安藤虎雄阳州	总理银钱账务	湖州杨绍椿毅夫	阳湖恽彦博潞生	
湖州凌义培古卿”8）通过这些记录的姓名来看，它们的结构都是地点+名字+字号。例如“余杭章
炳麟枚叔”，余杭位于我国浙江属地名，章炳麟为人名，枚叔为章炳麟的字。比如“秀水张国珍石
如”秀水位于我国浙江属地名，张国珍为人名，石如为张国珍的字。由此可推断，“日本安藤虎雄
阳州”，日本为地名，安藤虎雄为人名，阳州为安藤虎雄的字。安藤的姓氏在中国并不存在，是典
型的日本姓氏。也就是说，安藤虎雄与安藤阳州为同一个人。《译书公会报》第十一期“文编”中
载《实学论》一文，其作者署名为安藤阳州9），该篇文章即为安藤虎雄的自撰文章。通过这个线索
可以发现，安藤阳州之前的论著《青年必读公娼退治》10）。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电子资料显
示，其作者处标注为安藤阳州（虎男）。因为“虎雄”与“虎男”在日语的发音皆为“torao”。因
此可能产生了混淆。11）
　　沈国威在《『事務報』の東文報訳と古城貞吉》一文中指出：目前为止的研究中几乎没有特别
的关注到翻译地点的问题，但是从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的视角来看，翻译地点是个马虎不得的问
题。也就是说，如果翻译者就在编辑部附近，在新闻报道的取舍、翻译用语的使用等方面很容易
得到相应的指示或者提示，这样一来对译文的质量以及对读者的影响都会有很大差异。12）
	 	 	 	 	虽然安藤虎雄的个人生平由于资料的缺失无法考证，但是种种线索显示，至少在翻译《译
 8）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440页。
 9）	关于安藤虎雄的名氏考订，感谢关西大学硕士生李洁提供的相关材料和线索。
10）	安藤阳州（虎男）著：《青年必读公娼退治》，積玉堂，明44年 7 月。
11） 《宋恕评传》有写到：日本友人中与宋恕交往较切者，当数安藤虎男和馆森鸿。安藤虎男号阳州，于光绪二
十四年（1898）春与宋恕认识，次年五月离沪。首先结合当时的时间地点，不可能出现两个字阳州的日本人
安藤。见该书第287页。
12）	沈国威：『事務報』の東文報訳と古城貞吉，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9年第 4 号，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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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公会报・东报汇译》期间，安藤虎雄应该是在中国上海的，并且在《译书公会报》停刊之后，
仍然继续在中国进行了一些翻译活动，先后协助农学会翻译日本书籍、参与《亚东时报》的创办
工作、赴天津担任《国闻报》的日语翻译等。
　　1898年 5 月《农学丛书》中出版了安藤虎雄译的《蚕业学校案指引》，这说明安藤虎雄在《译
书公会报》停刊之前就已经开始兼职农学会的部分翻译工作。同年六月，安藤虎雄还很有可能参
与了《亚东时报》的创刊工作，《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日本学框架与国际化视角》一书中提到：
创刊于1898年 6 月间的《亚东时报》，是由日本人组织创办的，其中提到了在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东亚同文会，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团体——乙未会。参与创办乙未会
的成员如白岩龙平、河本矶平、岸田吟香、安藤阳州等人同时也大都参与了《亚东时报》的创办，
《亚东时报》开始极有可能受到白岩龙平、岸田吟香等人的资助。13）而《亚东时报》也是在上海创刊
的。1898年	 9 月，无论是否名副其实，安藤虎雄至少名誉上接管了《昌言报》。曾广铨在《昌言
报》第七期封面刊登了启示：“启者：昌言报馆已由前经理人与捐款诸君议妥，盘与鄙人接办，业
经登申报暨中外日报亮承公鉴。惟鄙人现在亦因诸事冗集，照料难周，故暂托日本安藤虎雄君代
办。”《昌言报》的发刊地也在上海。此外，《宋恕评传》中也提到：“安藤虎男号阳州，于光绪二
十四年（1898）春与宋恕认识，次年五月离沪。”14）这样推测，从开始接手《译书公会报》的翻译
工作到1899年 5 月的这段时间，安藤虎雄应该是在上海的，也就是与《译书公会报》的编辑部处
于同一个城市。 
　　离沪之后，安藤虎雄又去了天津。《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稿》中有记载1899年，宋恕有作编年
诗《送安藤阳州之天津》，具体诗文在《宋恕评传》中有收录。安藤虎雄去天津是为了做《国闻
报》的日语翻译。《中日两国档案刊看《国闻报》之内幕》一文中第172页在记录《国闻报》的月
工资明细中有一条，日语翻译：安藤虎雄	 30元。15）纵然有这条记录，也未必能证实安藤虎雄就在
天津。不过《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一书中提到过，1899年 9 月，日本《万朝
报》主笔、也是专研中国历史的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至天津访问，通过《国
闻报》馆主西村博，以及该报记者方若、安藤虎男等人的介绍，与天津“精通时务”的六位名士
会面，其中名列首位者即严复。16）此外，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中也提到过，通过《国闻报》记
者西村博、安藤虎男等人的牵线，会见了严复。17）这样就证实，1899年 9 月，安藤虎雄确实在天津
参与《国闻报》的工作。安藤虎雄在华活动的最后记载为：1903年，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保定洋
教习主要是从日本延请来的军事教官，有近藤义策、辎重大尉黑川教藏、骑兵大尉木堂直枝、炮
兵大尉郡司厚、安藤虎男（翻译官）。18）之后安藤虎雄的踪迹不得而知，但是至少确定了两点：一、
13）	张威主编：《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日本学框架与国际化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	陈镇波：《宋恕评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288页。
15）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中日两国档案刊看《国闻报》之内幕，文史知识，2008年第 9 期。
16）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93页。
17） （日）内藤湖南著，吴卫峰译：《燕山楚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30页。
18）	粟进英，易点点：《晚清军事需求下的外语教育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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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译书公会报》时，安藤虎雄应该是在上海的；二、安藤虎雄多次参与报刊和翻译的工作，
翻译水平以及对报刊工作的熟悉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2．安藤虎雄与“东报汇译”
　　在《译书公会报》第一期的《译书公会告白》中有这样的记载，“会中延请总理一人协理二人
英文翻译七人法文翻译四人德俄日翻译本文翻译各一人”，“译书之法凡翻译能中西并通者则亲自
涉笔否则一人口授一人笔述后仍互相勘校务与原书语气不差累黍事蹟不少增损方为定本原书具在
海内通人仍可覆核而知本公会煞费经营之苦心。”19）相比于“西报汇译”，总篇幅达三分之一的“东
报汇译”栏只请了日文翻译安藤虎雄一人。
　　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20）曾这样评价过安藤虎雄：“行芳志洁，好学工文，客居沪滨，浮华绝
染，萧然一室外，著论讽世，晨夕研孔、孟、老、庄氏之籍及万国之史、五洲之情势。”21）能够得
到“浙东三杰”之一的宋恕“好学工文”这样的美誉，安藤虎雄的汉文功底可见一斑。好的翻译
者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通晓两国文化；清朝晚期，报纸的主要读者还是知识分子，因此即
使要宣扬“新思想”和西洋文化，没有一定的儒学底蕴还是很难得到文人阶层的赏识和接受的。
从宋恕的评价来看，“晨夕研孔、孟、老、庄氏之籍及万国之史”的安藤虎雄对中国文化不可能知
之甚浅，因此才能一个人担当起“东报汇译”整个栏目的翻译重任。不仅如此，与谭嗣同并称“浏
阳二杰”的唐才常也给过安藤虎雄很高的评价：“自顷以来，余所见东人之奔走喘汗，乃心中国
者，不下百十人，而阳州与余处几半年，其学术之渊深，根抵之盘魄，性情之敦挚，骨力之坚劲，
自谓有以观其深际……”22）夸其“学术之渊深，根抵之盘魄”。不仅夸赞了安藤虎雄的汉语水平，
还肯定了其对中国文化的精通。既然《译书公会告白》中已经明确写道：“翻译能中西并通者则亲
自涉笔”。《译书公会报》第十一期、第十五期和第十九期的“文编”板块分别刊载了由安藤虎雄
自撰的《实学论》、《日清英语学堂记》、《中士药言》三篇文章，共计约三千余字。精通汉语和汉
学的安藤虎雄自然称得上“中外并通”，因此，安藤翻译的“东报汇译”栏目和长篇连载应全部为
“亲自涉笔”。此外，《译书公会报》于1898年 5 月停刊后，安藤虎雄接任了《农学报》中部分文章
的翻译，1903年又曾在袁世凯的速成学堂里担任翻译官，这些后续在华的翻译工作也显示了安藤
虎雄优秀的翻译水平。
　“东报汇译”栏目从《译书公会报》创办起就占有重要位置，安藤虎雄作为该栏目的唯一翻译
者，对译文的选择、翻译的措辞、译稿的调整以及个人思想和报刊思想的传达都有重要影响。从
目前可见的十九期中文译稿来看，虽然文章中不可避免的夹杂着一些“和制”词汇，但总体来看
19）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79页。
20）	宋恕（1862—1910），即宋衡，近代启蒙思想家，与陈黻宸、陈虬并称“浙东三杰”。原名存礼，字燕生，
号谨斋；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后又改名衡。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万全乡鲍阳村（今万全镇下薛村）。
21）	陈镇波：《宋恕评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22）	宋梧刚：《唐才常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1 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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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老练，语句流畅；对比原稿，译文或准确总结概括，或完整传达信息，这些都是安藤虎雄对
《译书公会报》“东报汇译”部分作出的卓越贡献。
3．安藤虎雄对译书公会报的贡献
　　安藤虎雄不仅主持翻译了“东报汇译”栏目的111篇日语译文，占译报栏目篇幅的三分之一；
还帮助《译书公会报》翻译了两部长篇连载，《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和《今世海军详
志》23），近5000字之多。《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分为三篇，依次登载于第七期、第九期和第
十九期。章程分七章：（ 1 ）宗旨；（ 2 ）功课、学业程度；（ 3 ）学年、学期、授课时限、放学；
（ 4 ）功课细目、授课要旨；（ 5 ）学生定额、招募、入学、学资、休学、退学；（ 6 ）考试、毕
业；（ 7 ）专修科，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且详细的新式学校办学章程，不仅对19世纪末维新思
潮时期创办新式学堂的风潮有推波助澜的宣传之效，对于办学理念和实际操作也有宝贵的参考价
值。由于没有标明原文出处，日文原文已不可考。但参照一份1903年于东京出版的《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章程》来看，译文所涵盖的内容详尽程度不相上下。而另一篇连载《今世海军详志》，登载
于《译书公会报》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和第二十期24）。在第十五期的“译书公会告白”中就言明了
翻译该书的缘由及必要性：“本公会近承日本福本日南惠赠今世海军详志一书（是书成于明治三十
三年，当中国光绪二十三年），专纪近年海军员兵额数操演规则战舰多寡大小速率马力分表详列并
载海战公法各国旗号洵属当今急务，为中国恢复海军之先河，特请东文翻译安藤阳州即日开译准
于下下期起陆续刊入报中。”25）从翻译结果上看，《今世海军详志》仅翻译了该书的前言和大纲，具
体内容未得详译，对书中目录中出现的“服役期限”、“海军教育”等标题还特意加小字注解。这
两部长篇连载，翻译质量上都堪称佳作，由于《译书公会报》的停刊，《今世海军详志》未能连载
完整，实属遗憾。
　　虽然《译书公会报》以译书、译报为主，但也刊载了极少数个人自撰的文稿，散见在“文编”、
“政编”栏目中，如五湖长的《兴亚说》、《昌教说》；章炳麟的《读日本国志》、《论民数骤增》等。
安藤虎雄有三篇自撰文章《实学论》、《日清英语学堂记》和《中士药言》26）登载在《译书公会报》
的“文编”栏目。《实学论》和《中士药言》都针对当时中国“列邦瓜剖豆分之语，聒于耳者盖十
余年矣”的危急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纲纪内弛，政绩不举”，呼吁中国知识分子不要再
沉醉于华文奇藻、诗词歌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是经世济国之心，以此学习西方文明，
发奋图强以御外辱。由于安藤虎雄精通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在引导中国讲求实学时措
23）	原名《今世海军》，《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
24）	由于第二十期仅存目录，具体内容和字数不可考。
25）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007页。
26）	登载于《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第十九册文编栏目中，目录上错标为：安藤虎雄译。在
报刊内容登载题目下方写明：安藤虎雄撰。由于文编栏目皆为原创文稿，因此判定该篇应按照登载文章处安
藤虎雄撰为准。
安藤虎雄与《译书公会报·东报汇译》	（于） 127
辞十分恳切；“日本蕞尔一小国耳，而能取泰西实学，以辅我短，国家以兴。”27）安藤虎雄主持翻译
的“东报汇译”栏目也有翻译自日本报刊的译文同样表达了希望同处东亚的中国能够效法欧美，
变革振兴的想法，如《论中国时局变迁》一文有言，“中国一旦悟昨非翻然脱其旧态而博求知识于
欧美采长补短上下协力亿兆一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耶。”以此激励中国的文人志士从科学技术
到政治、经济体制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安藤虎雄以极高的汉语功底和优秀的翻译水平，自撰文章
和翻译文稿都为《译书公会报》传播西学作出了巨大贡献。28）
三、“东报汇译”的选篇和翻译
　　报刊翻译与文学翻译不同，信息传递是大众媒体的第一考量，因此，对维新派知识分子来说，
维新思想与西学传播的有效性、简明性成为办报的首要要求。换言之，比起文学翻译，译报最注
重的是“信”和“达”。所幸《译书公会报》“东报汇译”栏目中部分文章的出处有本可查，经参
照对比，在安藤虎雄高质量的翻译之下，译文完整性很高。因此，译文对原文所作出的删减、增
添、夸张等调整，对于传达维新派的思想主张很有深意。
１．译文的来源和选译
　　《译书公会报》“东报汇译”部分，除第一期未标明译稿来源外，第二期到第十九期皆在译文
题目下方标注译稿来源刊物名，共计日本刊物22种之多，包括《时事新报》29）（21篇）、《大阪朝日
新闻》30）（14篇）、《东京朝日新闻》31）（ 8 篇）、《国民新报》32）（ 7 篇）、《时事报》（ 6 篇）、《国光杂
志》（ 5 篇）等当时日本发行量高、影响力大的报刊杂志，基本可以代表日本主流媒体的观点。在
19世纪末，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了解国际形势，学习西方文明、变法革新成为维新派创办报
刊的主要指导思想。1978年，弗米尔（Hans Vermeer，1930 - 2010）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33）
27）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815页。
28）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59页。
29） 《时事新报》日语名为『時事新報』1882年 3 月 1 日创刊，由主张“国权论”的福泽谕吉创办，关心国际局
势，提倡“强硬外交”。
30） 《朝日新闻》，1879年 1 月25日，由木村平八创立于当时日本经济发达的大阪。《朝日新闻》的报名蕴含“旭
日升天、万象惟明”之意，字体取自欧阳询《宗圣观记》。1881年，木村将亏损严重的《朝日新闻》转让，由
村山家族与上野家族共同经营。村山、上野两个家族一直是该报的两个主要大股东，被称为“社主”。1888年
7 月，《朝日新闻》打入东京，设立东京本社，买下东京的《觉醒新闻》，发行《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大
阪《朝日新闻》改名《大阪朝日新闻》。1985年后，由于接受了政府和三井银行的秘密资助，被称为政府御用
新闻。
31）	见注55.
32） 《国民新闻》日语名为『國民新聞』日刊，由徳富蘇峰创办于1890年 2 月 1 日。创办之初提倡“和平主义”，
甲午战争时也主张与清政府讲和。
33） Hans Vermeer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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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即翻译目
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原则。这种功能性翻译动机在“东报汇译”的译文选择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在“东报汇译”的111篇译文中，国际局势类译文就有63篇，超过总篇幅的一半。1897年，德国强
占胶州湾事件爆发后，1897年12月13日《译书公会报》第八期“东报汇译”栏目中从日本《时事
新报》和《大阪朝日新闻》两个报刊中选译了四篇文章表现出对该事件的高度关注。由于每种报
刊杂志内容上的侧重点和立场不可能完全相同，译报来源的广泛性首先为译稿内容的丰富性和译
文的客观性提供了保障，还为突出报刊报道的主题性提供了可能。
2．“东报汇译”的翻译状况与翻译策略
　　“东报汇译”部分既是《译书公会报》传播西洋文化、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部分，也是安藤虎
雄翻译成果的集中体现，以此来探讨安藤虎雄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从“东报汇
译”的文稿来源来看，时事新报的数量最多，共计21篇；文章来源稿件数目排名第二、第三的大
阪朝日新闻34）（14篇）与东京朝日新闻（ 8 篇），其实为同一家公司发行，并且很多文章也是完全
一致的，也就是说两家报纸主要是发行地域的差别。如果按照朝日新闻整体来看，稿件数合计为
22篇，总篇幅超过时事新报，位列首位。由于朝日新闻的资料保存的较为完整，所以仅以朝日新
闻的原稿与东报汇译来参照分析。
表一：“东报汇译”中译自《朝日新闻》文章参照：
訳書公会報 大阪朝日新聞 原报纸栏目
1 中国人性質 支那人の性質 社説
2 論中国時局変遷 支那人の啓発 社説
3 高麗王称皇帝
皇帝尊号
尊号続報
朝鮮時事
4 日増兵艦 新艦噸数
5 俄國新報論日布交渉 日布問題（露国新聞所説） 外事
6 論中国鉄路
支那の鉄道
支那の鉄道（承前）
7 英海軍大臣演説
8 美國整戰備
米国戦備
海軍戦備
外事
9 華人慷慨
34） 1879年 1 月25日，《朝日新闻》由木村平八创立于当时日本经济发达的大阪。《朝日新闻》的报名蕴含“旭
日升天、万象惟明”之意，字体取自欧阳询《宗圣观记》。1881年，木村将亏损严重的《朝日新闻》转让，由
村山家族与上野家族共同经营。村山、上野两个家族一直是该报的两个主要大股东，被称为“社主”。1888年
7 月，《朝日新闻》打入东京，设立东京本社，买下东京的《觉醒新闻》，发行《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大
阪《朝日新闻》改名《大阪朝日新闻》；1935年 2 月和10月，《朝日新闻》又先后打入九州和名古屋，分设了
西日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1940年 9 月 1 日，该报在各地出版的报纸统一刊名为《朝日新闻》，分设在东京、
大阪、大仓、名古屋、札幌等地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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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暹王英明
国王の権力
国王の権力（承前）
暹羅通信
11 三麽利那共和國 小邦不屈 外事
12 論中英關擊 英國と支那國 社説
13 俄恫嚇中韓 大陸の口同風喝雲
14 日本政策 臨機の政策
訳書公会報 東京朝日新聞 原文が属された欄
1 武臣買國 露国の軍事秘密漏洩者処刑
2 論英俄在波斯勢力 波斯に於ける英露 雑報
3 女士雄图 日本女子アフスカ金鉱に
4 俄國勘查商舶 露國の商船現況 雑報
5 美國中日茶務 タコマ港輸入茶拒絶続報
6 餓海參崴船塢竣功
7 列國人民生業種別 各国の職業別
8 暹羅內閣情形 暹羅の現内閣 暹羅通信
　	如图表所示，译书公会报中所载文章的标题与原文并非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从找到原文的
19篇文章来看，只有“中国人性质”、“論中国鉄路”、“美國整戰備”、“論英俄在波斯勢力”、“俄
國勘查商舶”、“暹羅內閣情形”这六篇文章的标题可以说是直译对应的。题目的调整最大的特点
是明确主语。例如，看到“皇帝尊号”、“タコマ港輸入茶拒絶続報”这样的题目，读者可能不知
道这是在讲哪国的事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译者把题目调整为“高丽王称皇帝”、“美国中日茶
务”。究其原因，无论何时，传达信息都是传媒的最基本功能。对19世纪末的中国而言，传递国际
信息显得尤为重要。一目了然的题目是让读者接受信息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因此，面对“支那
人の啓発”这种让人一看就一头雾水的题目时，译者干脆自己根据文章内容概况总结重新起一个
简单明了的题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9篇文章中，“武臣買國”和“女士雄图”两篇文章的题目
比较例外。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外国入侵民族危机的时刻，因此爱国志士对于“卖国”行为的反应
非常激烈。“露国の軍事秘密漏洩者処刑”直译的话，应该是“俄国处决军事秘密泄露者”，“军事
秘密泄露”是非常客观的说法。晚清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创立报刊的目的除了传递国内外信息、
传播西方知识之外，宣扬自身的政治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売国”一词包含着主观的善恶判断，
更容易煽动读者的情绪。
　　就文章内容的翻译来看，首先“东报汇译”部分的译稿翻译完整度很高，大多数文章都是逐
字逐句进行了翻译。在译者语言无障碍，翻译完整度又极高的前提下，译稿所呈现出的删减、添
加、夸张、等调整就非常值得关注。“新闻翻译过程其实就是新闻编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
者要不断地对所编译的新闻稿进行查对、修正、修改、润色，最后是发表”35），对译者编译过程造
35）	张美芳：翻译中的超文本成分：以新闻翻译为例，中国翻译，2011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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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如翻译语境、翻译目的、文化差异等等。本文仅以《论中国时局变迁》36）和
原文《支那人の啓発》为例，来探讨“东报汇译”部分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论中国时局变迁》一
文对原文的翻译还原度达80％以上，就连原稿括号中的解释都直接翻译成文章正文，译稿所做的
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对复杂概念（新概念）的删减，这主要出于翻译操作上的困难。《支那人の啓発》一文中出
现的“哲学”、“宗教”、“政治”、等词语现在看来司空见惯，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
是新传来的新鲜词，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其中含义。当这些词语不成为文章的关键词，在不对
文章中心主题构成影响的情况下，也就是可以避免忽略的时候，采取了删减省略的翻译策略。
（ 2  ）对不合时宜的语句进行删减，这主要来自社会背景对翻译主体施加的压力。《论中国时局变
迁》对前面的内容几乎毫无保留的进行了翻译，但是对于最后一段，恰恰是原文的主旨思想进
行了选择性的翻译。原文37）最后一段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那么受到启发的中国人想保持唯我
独尊的前提下，就会怎么做呢？并给出了 2 个假设性的回答：“第一，认真经营自己的国家，
变更政体，改变政治制度，使中国成为一个与当时世界相适应的大帝国，从而抵御外辱。第
二，或者怀着爱国热情的有志之士完全颠覆北京的社稷，学习外国的物质文化，干脆直接推翻
爱新觉罗氏的恶政，选择其他国家的政体。至于之后中国人会如何选择不得而知。但是希望现
在的中国能够不要再顽固自守、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只要中国人能有开化的端倪就是令人
欣慰的。希望中国政府不要错过良机，能够与日本睦邻和善，除了政治上的友好关心之外，还
可以在经济文化上通商亲善。”38）
　　一直以来关于近代报刊的研究都把《译书公会报》归为维新派的重要刊物，无论从译书公会
的人员构成还是报刊的宗旨来看，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在1897年，维新派人士仍然对光绪帝抱有
希望，期待通过从上至下的政治改良来实现振兴中华的愿望。因此，原文给出的第二条推翻爱新
觉罗氏的建议，无论安藤虎雄是否有翻译出，当时报刊的负责人章太炎也一定不能让这种言论见
36）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159页。登载译文为：中国
开辟以来数千年于此圣贤接踵文教四达国民性质亦大足有为此于列国必不见拙也然观中国古来情形虽非无盛
衰消长要之因循姑息一进一退徘徊故处未尝一移步于国外欧美后进国骎骎兴文教而中国依然守株事事退居人
后此其故何也儒家尚古卑今之习驯致之乎曰自尊抑人之气使之然也夫中国春秋战国以来英雄崛起割据四方以
谋霸业如罗马之统一四海建大帝国者不知凡几虽代兴代替大邦声望依然如故山川沃腴民物丰富鲜足兴颉顽者
上下数千年间挟地球上第一封土真天下之壮观也而中人自此骄盈称己国曰中华贬外国呼夷狄动辄傲然诩人曰
幅员之广大人民之众多物产之富阜度支之充裕中国为天下第一矣慢心一生目无列国优游偷惰惟饱食煖衣之是
计会曾纪泽所谓贪长夜眠者数万人皆是也其国权萎靡不振长受欧美轻侮不亦宜乎虽然今也地球之大势滔滔东
渐若决江河中国欲超然世外必不可得也自中日构觉以来中人亦已稍知其故先识日本之国力兼详悉俄法德诸国
之于亚洲势力如何迩来更进一步欲遍知欧美列国情形孜孜汲汲惟日不足或创设报馆盛论当世急务或翻译外国
书籍以讲究海外形势风气日开面目日新是岂非中国勃兴之始基耶中国一旦悟昨非翻然脱其旧态而博求知识于
欧美采长补短上下协力亿兆一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耶日本同处亚洲虽向有开仗之事实实属一时龌龊不过所
谓兄弟闹墙者其对欧美列国则不可不与中国相扶持以外御其侮也。
37）	原文详见附录二。
38）	原文详见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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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章太炎自甲午以后，略瞰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章太炎曾为强学会捐款。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的
“拳殴”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的“中体西用”派王文俊、宋恕等人相往来。当时的章
太炎确实不可能产生如此激进的思想。而恰恰是译文对这些敏感语句的删改，才更加显示了《译
书公会报》在“进步与保守”之间的维新性。
（ 3  ）译者与编者的立场。《支那人の啓発》中确实简单表达了与中国友善通商的想法。但是“东
报汇译”中的文章对这点进行了明显的引申和夸张。译文刊载：“日本同处亚洲虽向有开仗之
事实实属一时龌龊不过所谓兄弟闹墙者其对欧美列国则不可不与中国相扶持以外御其侮
也。”39）造成这种刻意夸大“中日友好”的原因首先取决于安藤虎雄，即译者本人的想法。《译
书公会报》第十五期中安藤虎雄自撰的《日清英语学堂》中这样形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日
清两国，同文同種，同处于亚洲，辅车相依，自古兄弟之国……”精通汉语的安藤虎雄不可能
认识不到汉语和日语的区别，“同文同種”这种措辞显然是为了取得中国文人的认同。
　　唐才常与日本在华组织与包括安藤虎雄在内的日本人士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他发表的另一篇
文章《送安藤阳州君入燕都序》，不仅仅对于安藤虎雄表达了“东人之奔走喘汗，乃心中国者”的
钦佩之情，也提到了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已达到了“吾之与二三子游，非独不知有国界，即形骸
之界且忘之矣”的程度。同时唐才常也申明，这并非是简单的朋友之交，因为“异日亚东有事，
吾知息壤之盟，辅车之助，必有践言于存亡呼吸之间者”，也就是说个人的忘形之交也是来自于同
样的服务于“亚东”的目的。把这种以“保全”为目的的交往作为前提，而唐才常笔下与安藤虎
雄的友谊，恰恰从侧面反映了，不论安藤虎雄本人的内心所想如何，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与
日常行为都表现出了“乃心中国者”的姿态。因此安藤虎雄在翻译这些文章时，为了拉近中日友
谊，做一些无伤大雅的夸张也是不足为奇的。
　　其次，报刊主编章太炎本人的倾向也非常重要。1896年，章太炎就曾经在《时务报》发表文
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表露出了中日亲
善，共御俄罗斯的想法。既然翻译者安藤虎雄与报刊负责人都持有“中日友善”倾向，那么“东
报汇译”的译文中带有明显的“中日亲善”的调整也就成为文章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东
报汇译”中很多文章都在结尾处流露出中日亲善的倾向。例如，第二期《中国人性质》一文，结
尾书：故苟知英人之可近可亲、则中国素与我为同文之国、且有唇齿辅车之助、应先舍彼取此
也。40）而原文的结尾仅道：（前文主要叙述，比起日本人，中国人更像英国人，有人认为中国人无
赖多不可信是误解）如果英国人是可以信赖的国民，中国人也是足以信赖的。
　　总之，安藤虎雄作为“东报汇译”的主持翻译者，高质量地完成了翻译任务。在译者本人有
能力完整直译，且文字翻译度很高的情况下，对译文所作的调整主要基于报刊形式传递信息的有
效性、维新派的办报思想以及译者个人的倾向三个要素。译文内容丰富，既符合译书公会维新派
39）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
40）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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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立场，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了解外部世界、学习西方文明的“知识空间”。
3．日语借词材料补充
　　“东报汇译”部分的文章皆由安藤虎雄翻译自日本的报刊杂志，这种直译过程产生的最直接影
响就是引入了很多“和制词汇”。这类词汇形为汉字，一部分是日本人用汉字创造出的古汉语中没
有的汉字词，还有部分词汇虽然词形与中国固有汉字词相同，但被日本人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些
词语通过各种方式传入中国，称作日语借词。近代日语借词的引入至少有两大意义： 1 ，对汉语
语言发展有积极影响，“由于日语词汇的流入，汉语词汇体系及表达方式，构词手段得到了丰富，
加快了汉语近代化的进程。”41） 2 ，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转型推波助澜，部分日语借词的接受
和传播，以其本身所代表的新概念，例如“民主”、“主义”等，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日语借词按照其在日语中的性质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 ）日语固有词，也称「和語」，即来
源于古日语的词语；（ 2 ）江户时代以来的汉字词，即日本人为了接受西方新概念而创制的新
词。42）从戊戌时期起，“和制词汇”开始批量传入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倡导西学，编译书籍起，
西方新事物、新概念的引入对汉语词汇的丰富量提出了需求。西方传教士和清末知识分子在翻译
西书过程中也创造了一些新词汇，日本借词的引入和接受也为汉语语言发展作出了贡献。日语借
词的传入主要有三种途径：首先，是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士，特别是精通汉语的日本汉学家或唐通
事，通过参与中国报刊事业翻译文章、书籍，引入和传播了日语借词。如古城贞吉主持翻译的《时
务报》“东文报译”栏目、安藤虎雄负责翻译的《译书公会报》“东报汇译”栏目等成为了最早引
入日语借词的主要阵地。此外，同时期的《昌言报》也设有“东文译编”栏目，《农学报》中也有
大量文章和书籍翻译自日本，这些日本人在中国境内亲身参与的翻译活动，都为日语借词的传播
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黄遵宪等最早一批赴日官员，康有为、梁启超等最早认识到日本对于学
习西方文明重要性的知识分子通过亲身经历或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纂写或者翻译介绍日本国情
和日文书籍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了日语借词。再者，戊戌变法失败后，20世纪的第一个十
年，很多中国人赴日留学，接受日本学校的教育。最多时，留学生可达数万人。教科书、语法书、
辞典是留学生学习日语的三大必需品。为了学习日语，除了日本人编写的辞典外，中国人也开始
编纂、出版日汉辞典。43）其中收录的很多“和制汉字词”也通过赴日留学生建立社团、创办刊物等
方式得到了接受和传播。
　　据保守的估计，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的日语来源词汇，数量至少在一千以上。这些词汇的流
入，绝大部分在甲午海战之后至1919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这二、三十年间完成的。44）早期日语
借词得以传入中国，活跃在中国参与翻译工作的日本汉学家功不可没。日语借词研究的两个侧
41）	沈国威：《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 5 期。
42）	沈国威：日语借词的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 3 期。
43）	内田慶市，沈国威編著：『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白帝社，2009年。
44）	沈国威：《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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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造词，二是社会的认同。45）无论是中国人创造的词汇还是日语借词，都并非一经使用就可
以流传至今的。由于新材料不断发掘出现，很难界定某个日语借词出现的最早时间点或刊物。因
此，考察日语借词主要从传入和接受的时间段出发，在某一时期，某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多个刊
物和文章中，代表了该词传入的时期和接受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纸刊物是日语借词传入
和传播的主要载体，自然也成为日语借词研究的材料基础。《申报》、《时务报》等重要报刊都已建
立数据库，为日语借词研究提供了便利。近年来，例如《时务报》的“东文报译”这种以报刊载
体为界定的日语借词研究也有很多。《译书公会报》的“东报汇译”对于提供日语借词研究的材料
基础有两点学术价值： 1 、“东报汇译”栏目是近代早期中日间语言接触的重要语料。其时间较
早，与《时务报》的“东文报译”几乎为统一时期，成为最早的“和制词汇”的输入平台，可为
同时期传入的日语借词的使用频率提供参照； 2 、“东报汇译”栏目译文多达111篇，文字信息量
大，由于译者为日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使用了丰富的“和制词汇”，通过对报中语料的
考察，可补充日语借词所涉及的范围和数量。因此，本文仅从材料补充的角度，对	“东报汇译”
栏目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日语借词进行简要分析。
　　“东报汇译”中出现的政治类词汇有自由、平等、共和、宪法、议案、民主、帝国、国际、殖
民、改革、革命、人民、主权、立宪等；军事类词汇有海军、海员、军港、大将、中将、少将、
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军医等经济类词汇有：经济、财务、理财、公债、价格
等；还有其他社会科学类的词汇，例如：法律、热带、案件、哲学、宗教、文明等。这些词汇不
仅补充了近代汉语词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19世纪末期中国学习西学过程中引入外来新事物、
新概念所产生的语言问题。并且，“共和”、“民主”这类词汇的使用和传播本身也推动了其所代表
的近代政治文明的新概念的接受，对民主观念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共和”为例，“东报
汇译”中多次出现共和一词，下列三例：
a	智利共和国在南美利加洲南端，地形南北长、东西狭。（《智利共和国情形》）46）
b 共和政府愤其轻辱己国也。（《三么利那共和国》）47）
c	当此时有宫斯坦者，崛起田亩间，覆政府代之；而新政府不久又颠共和制破为王国。（《预言欧
洲变乱》）48）
　　“共和”一词从词形来看，早存在于古汉语中。《史記・卷四・周本紀》中有“周厉王出奔后，
周、召二公摄政，号曰共和。”49） 《现代汉语辞典》中的共和则对应英文“republicanism”，也称
共和制，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由此可见，古汉语中的“共
和”与现代意义不相符合。指代政治制度的“共和”得以在中国流传使用至今，便得益于19世纪
45）	沈国威：《日语借词的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 3 期。
46）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389页。
47）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623页。
48）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297页。
49）	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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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语借词的传入。日本以“共和”译“republicanism”可追溯至江户幕府末期箕作省吾的《坤
舆图识》（1845）；至明治中期，“共和国”这一术语己基本固定为特指君主制下的立宪制国家，也
被用以翻译“republicanism”，冈本监辅攥《墨西哥记》（1891）中即有“共和政治”一词50）。“东
报汇译”中出现的“共和国”、“共和”、“共和制”正是在翻译日语刊物过程中被引入的具有新含
义的日语借词。虽然从词形上看，与古汉语中的“共和”一词相同，但在日本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重新回到中国作为新词被接受和使用。“共和”一词所代表的新型政治制度，与君主专制的清朝体
制大不相同，这些带有近代化、民主化意义的新词汇频繁见报，无疑会给清末知识分子和普通民
众带来启发。
　　此外，“东报汇译”中还出现了	“虚无党”、“革命党”、“进步党”；“高等法院”、“高等学校”
等三字词、四字词。前者为“xx＋党”的单字后缀模式，后者为“高等＋ xx”的二次前缀模式。
这种词汇的使用在丰富汉语语言词汇的同时，还为近代汉语的造词方法提供了范式和参考。总之，
“东报汇译”中出现的很多高频词汇如“民主”、“人民”、“革命”等，与同时期维新派其他译报相
呼应，共同为汉语语言发展和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推波助澜。
四、结语
　　19世纪末，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维新派人士纷纷组建学会、社团，创办各种报纸期刊。这
些报刊或论或译，既是维新派人士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思潮的利器，也是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接
受新思想的重要桥梁。《译书公会报》从1897年10月26日创刊，到1898年 5 月因经营不善停刊，虽
然仅持续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译报译书的质量十分优良。《译书公会报》及其由安藤虎雄主持翻译
的重要部分“东报汇译”，对于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以及汉语语言
演进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报刊形式上来看，译报是《译书公会报》的最大特点。同时期设有译报栏目的维新
派报纸还有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1898年 8 月17日被汪康年改名为《昌言报》。19世纪末，部
分维新派报刊采取译文与言论并用的报刊形式首先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时务报》创刊时，几位
发起人就针对办报的形式发生过争论，王康年身为朝廷官员，顾虑时局，因此征询同僚张之洞的
部下邹代钧的意见，得到的回应是：“政论文章有是有不是，易于乱人；事皆纪实，能广见闻，不
若守孔子述而不作之训，专译西政、西论、西事……”51）最终，《时务报》采取了译报与言论新闻
并用的形式。《译书公会报》同处19世纪90年代后半，也采取了“志在开民智，广见闻，故以广译
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辅以同人论说”的办报方针。从报刊内容来看，《译书公会报》的译文
比例占到总篇幅的70％以上，是典型的翻译性报刊。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得《译书公会报》这种译
报形式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上占有独特位置。
50）	崔隽：想象“共和”——republic在近代的汉译名定名历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5 月。
51）	参见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人大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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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当时大多数国人对于世界还不能形成完整且准确的认知，只有极少数中国人通过
传教士或官方派遣能够亲身实地的感受西方国家的真实样貌。无法行万里路，就应该读万卷书，
报刊书籍成为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译书公会除了从伦敦巴黎等地购置西书外，还十分
重视翻译日本的刊物书籍。通过翻译这些报刊杂志和文史论著，借“他人之言”，开拓国民的视
野，启发民智，传播西方文明和维新思想。有些译文还采用“按语”或“译者曰”的形式，点明
主旨，鼓舞志气。并且，每期报刊还有 2 到 3 篇“文编”或“政编”的原创文稿，作者直抒胸臆，
针对时局发表见解，以达到振奋民心、振兴中华的目的，与“译报”的形式相辅相成。《译书公会
报》在办报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从第十八期起出现了“近事荟志”的简讯和专题新闻形式，集
合多家报纸，简洁明了的罗列各报要闻；第十三期的《印度战事》一文题目下方注明“榕域郑守
箴自巴黎来稿”52），可以算是近代新闻业海外现场报道的先行者。可以说，《译书公会报》从报刊形
式等多方面为中国近代报刊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译文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译报价值的标准之一，译者的水平对译文的优劣有很大影响。 “西
报汇译”部分聘请了吴宗濂、沈晋熙、张书绅等通晓西语的中国文人一同参与翻译，这些精通西
语的知识分子，有些毕业于洋务派创办的翻译学校，有些得益于传教士创办的书院，对于学习西
文、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身体力行，通过译报译书以及在同时期其他报纸上发
表文章，启发国人维新的必要性。同时，《译书公会报》第一期告白中写道；“至日本为同文之国，
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公会尤于此兢兢焉。”53）翻译日本报刊书籍得到了相当
的重视，然而由于当时日语人才的缺乏，“东报汇译”只延请日本人安藤虎雄一人主持翻译。安藤
虎雄深厚的汉学素养和优越的汉语水平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东报汇译”栏目的翻译任务，还翻
译了两部长篇连载。《今世海军详志》“洵属当今急务，为中国恢复海军之先河”陈列了各国海军
编制以供参考。《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章程》不仅完整的翻译介绍了近代新式学堂的组织范式，
更提出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引进了现代意义的“师范”、“教育学”概念。不仅如此，安藤虎雄
还有三篇自撰文章见报，《实学论》从中国现实出发，针砭时弊，指责清政府内政松弛，不思进
取，提倡学习西方文明，讲求实学。《日清英语学堂记》一文在强调培养人才，发展新式教育重要
性的同时，反复铺陈中日唇齿相依，应尽兄弟情义。并且，安藤虎雄还在《中士药言》中大声疾
呼爱国之心“天下之志士仁人，苟以此心为心，文士以言，武臣以兵，工人以艺，农商以赀量
……”54），呼吁举国上下能够“以身自任”，振兴中华，其言辞之恳切，措辞之有力，难怪唐才常称
安藤为“乃心中国者”。
　　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在于其告知作用和教育作用，美国学者韦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 
Schramm，1907—1988）把这两个作用列为大众传媒对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作用。安藤虎雄主持
翻译的“东报汇译”栏目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与“西报汇译”等其他栏目一道成为《译书公会报》
52）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第891页。
53）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
54） 《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	译书公会报》（全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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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西方文明，宣扬维新思想的载体和平台。“东报汇译”栏目心系国家命运，一方面积极翻译介
绍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深刻揭示欧美列强对亚洲土地的狼子野
心。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介绍欧美列强的先进文明的同时，翻译了很多日本、暹罗等其他
亚洲国家通过自上而下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文章以期宣扬维新派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此外，“东
报汇译”的译文虽以国际局势、政治、军事、经济为主，《女士雄图》、《梦说》这类社会、近代科
学的译文虽然数量不多，但仍起到了传播科学知识，开民智，倡新风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社会近
代化进程推波助澜。
　　安藤虎雄在“东报汇译”的翻译过程中引入了“经济”、“政党”、“民主”、“文明”等日语借
词，这些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19世纪末中国学习西方文明中，汉语固有词汇面对西方舶来的
新事物、新概念的缺失和不足；接受和使用这些代表新概念的新名词的过程中，也使政治改良、
民主自由等新思想深入人心。此外，“东报汇译”中出现的“革命党”、“虚无党”；“高等学校、师
范学校”等三字、四字的日语借词，从造词法的角度，为近代汉语创造新词提供了参考范式。
